











     
   
周维培 







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后记中叙述自己治学历程的一
段话，读后令人怦然心动。他说：“当深入某一作家的心灵，便是得到一个永
生不渝的知己。静夜之时，每可作心灵的对话；虽或偶尔相别，也必时时挂
念，留意其最新消息，关心别人之议论与评价，以至于历数十载而不变，不亦
宜乎！”这显然是一种健康的、高尚的、令人敬慕的研究心态。在这种心态下
做学问，不再视研究为苦役，为谋生手段，为虚耗生命，甚至不再是事业追
求。学术研究成为一个学者的人生不可割舍的构成，成为抒发性灵、创造生命
的动力与目标。正因为拥有了一份宁静、宽容、平静的读书心境，才能从容不
迫地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审视研究对象的全部文献，体察入微地寻译古人孕含于
作品中的微言大义、苦心孤诣，挖掘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体现当代审美价值的
精神特征。六百年前，高则诚在《琵琶记》开场中曾特标：“论传奇，乐人
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既是对自己剧作的矜持与自负，
又隐含对观赏者理解力的祈求与期待。黄仕忠博士的这项研究成果，可视作对
高则诚呼唤“知音君子”的一种回应，而这回应无疑是积极而深情的。 
  
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共分作者、诠释、人物、版本、比较、杂说六大部
分，二十九个专题，洋洋洒洒三十万言，从纵横两个方面对这部戏曲名著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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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的研究。该著史论结合，点面兼顾，既有扎实的考据，又有新颖的阐
述；不仅关注高则诚原作包涵的被人忽略和曲解的本义，又探讨作品流播过程
中因接受者视角不同而形成的历史歧义。因此新见迭出，美不胜收。在我看
来，黄著最重要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黄著精辟地论述了《琵琶记》与封建伦理社会的关系。高则诚在剧
中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传谓明太祖视《琵琶记》与四书五经同
为百姓“俎豆间亦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再加上剧作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情节
的悲剧色彩，遂使该剧在五十年代大讨论中，被判定为“狂热宣扬封建礼教”
的反动作品。这个判词至今仍是深入研究《琵琶记》的最大障碍。黄著认真
地，甚至执拗地抓住这个敏感问题，把它作为重新进入《琵琶记》的突破口。
作者理智地撇开了以某一种政治标准为准绳的价值判断模式，深入透彻地研究
高则诚创作生平，分析剧中“三不从”情节的文化内核，更重要的是，黄著敏
锐地解剖了中国伦理社会的结构组织、道德价值和文明特征，并把两者有机
地、科学地结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琵琶记》表现的是
与中国社会家庭婚姻相关的孝道伦常故事。它的与众不同处，即在于深深地楔
入到以孝道为中心而推衍出来的传统文化之中。它触及了作为‘社会组织规
范’的儒家的伦理纲常以及这种伦理纲常制约下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示了这一
社会生活条件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从这个角度的切入，我们可以看到，
《琵琶记》具有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百科全书’的特征的。”（第 80 页、93
页）在以上立论基础上，黄著对饱受礼教熏陶的蔡伯喈陷入充满矛盾的伦理纲
常规则之中的心灵历程的描述；对赵五娘这位在礼教社会为人妇者的艰辛与苦
难的分析，以及对赵五娘人格升华背后扭曲的婆媳人伦关系的论述，都是十分
精采的。另外，黄著对《琵琶记》悲剧冲突的构成、悲剧冲突的焦点、悲剧冲
突的性质以及蔡伯喈悲剧的社会性诸方面的讨论，也是深刻而富有创见的。 
  
其次，黄著对高则诚行年考述和卒年考辨，尤其是关于《琵琶记》版本的
研究，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这个专题穷尽式的研究成就。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黄著在讨论《琵琶记》传本时，还考虑到戏曲剧本在演出和流变
过程中的特殊性，并借鉴了当代学人关于南戏大多具有“世代累积”型的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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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新说，指出《琵琶记》实有“通行本”和“古本”两大系统。通行本主
要出自昆山本，而本系统中的陆贻典抄本所用底本，并非“元人刻本”，而是
同于“原本”，是明代书坊的一种标榜。虽然这其间的某些观点和论证尚有可
商榷之处，但黄著提出的“从戏曲刊本及评论本身来研究戏曲史的变迁”的构
想，认为明人改本固然是对高则诚原作的歪曲，但就明代社会而言，则是一种
无可厚非的顺应时代的改造与改编，对我们今天戏曲文献学的研究还是有启发
的。戏曲是综合艺术，是具有本体生命的、自身不断繁衍变化的艺术形式，如
果机械地运用传统诗文校勘学观点去简单地评判戏曲刊本的优劣，显然是不够
全面，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如何科学地把握这个问题，黄仕忠做了可贵的示范
性尝试。 
  
第三，在讨论到《琵琶记》的影响与地位时，黄著的总结也是高屋建瓴
的，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动态描述；既考察形象接受史，又涉及交叉体裁的比
较研究。比如黄著指出，《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地位，可以一言以蔽
之：“元代戏曲之殿军，明代戏曲之先声。”（第 272 页）以明传奇所接受的
影响言，在思想上，首先是《五伦记》、《香囊记》等作品从表层意义上模袭
《琵琶记》，发展了“关风化”的口号；接着《浣纱记》、“临川四梦”等，
间接地从“动人”和载道的内在意蕴中吸取了《琵琶记》的精华。在技巧上，
《琵琶记》运用的双线结构、曲律模式以及家庭婚姻题材等类，莫不滋育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作家。另外，黄著还比较研究了《琵琶记》与《红楼梦》
在思想内涵、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方面的成就，对《琵琶记》与说唱文学的关
系问题，亦有所阐微。但是，黄著这方面的研究似仍有缺憾之处。比如，明人
称《琵琶记》为“曲祖”，更多地是从南曲音韵格律角度出发的，而《琵琶
记》对明清传奇艺术程式的影响，也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黄著似未暇展开研
讨；再比如，《琵琶记》是较早流传海外的戏曲作品，据笔者所知，至少在美
国，本世纪三十年代就有霍华德与欧文改编《琵琶记》，先在麻省地方剧院上
演，后来又进入纽约百老汇，颇受观众欢迎。另外在欧洲、日本、南韩诸地
区，《琵琶记》的研究也是倍受汉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假如能将视野扩
大到海外，可望取得更多可资借鉴的成果。当然，这只是对黄博士今后研究的
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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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黄仕忠的《琵琶记研究》是一部既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的好
书，是他与高则诚“心灵对话”的产物，大概也算他痴迷《琵琶》十数年的一
份阶段性成果总结。虽说其中某些专题比如作者行年、版本问题，是可以穷尽
其研究的，但对于《琵琶记》这部黄博士称之为“古典戏曲中的《红楼
梦》”，这种令人羡慕的“心灵对话”，肯定还会继续下去的。我们祝愿黄博
士保持着“得到一个永生不渝的知己”的愉悦心境，不断地贡献出“对话”心
得，与我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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